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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考察制度变迁对我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构建包括市场化程度、非国有化

率、产业合理化程度、对外开放程度及城镇化率等五个指标在内的制度变迁评价体系,通过

熵值法测算制度水平,并借助 MSＧVAR模型就制度变迁对我国农业经济影响的非线性特征

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制度变迁条件下,我国农业经济运行存在明显的状态转换和阶段

性特征,其在平缓和剧烈两种波动状态下频繁转换,运行区间可划分为五个阶段,即１９７９－
１９８１年、１９８２－１９８６年、１９８７－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２－１９９６年和１９９７－２０１５年;制度变迁对农业

经济具有长期影响,且该影响在两种状态下呈现出差异性,剧烈波动状态下农业经济所受影

响较平缓波动状态更大;制度变迁对种植业经济的冲击影响总体表现为负,林业、畜牧业和

渔业经济所受影响为正;渔业经济所受影响最大,其次为林业和畜牧业经济,种植业经济受

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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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不断探索,我国农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从主要农产品产量来看,１９７９年粮

食、木材、肉类和水产品分别为３３２１１．５０万吨、２３７５．００万立方米、１０６２．４０万吨和４３１．００万吨,２０１５
年增至６２１４３．９２万吨、７２００．３０万立方米、８６２５．０４万吨和６６９９．６５万吨,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１．７６％、３．１３％、５．９９％和７．９２％.就产值而言,种植业① 、林业、畜牧业、渔业总产值分别从１９７９年的

１３２５．３０亿元、６０．７０亿元、２８５．６０亿元和２６．００亿元增至２０１５年的５７６３５．８０亿元、４４３６．３９亿元、

２９７８０．３８亿元和１０８８０．６２亿元,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１１．０５％、１２．６６％、１３．７８％和１８．２６％② .比较

而言,渔业发展最为迅速,其次为畜牧业,林业和种植业发展相对较为缓慢.
国内对影响农业(经济)增长因素的研究较多.顾焕章等将农业增长源泉分解为投入物增加的贡

献和要素生产效率提高的贡献,其中前者包括土地、劳动力、化肥、农机动力和有机肥等,后者涵盖技

术效率、技术进步、中性技术进步和偏向技术进步[１].吴方卫认为决定我国农业生产波动阶段特征的

关键因素包括农业经济政治环境、政策走向和制度安排[２].乔榛等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经济制度

变迁是我国农业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其中农村土地制度、价格制度、财税制度变化贡献突出[３].冀县

卿等认为产权结构影响着经济当事人行为,进而形成不同制度绩效,农地产权结构影响着我国农业增

长[４].杜江等基于３１个省(市、区)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农业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为物质资本、土地和

化肥投入,其中教育投资对农业增长影响最大,对外贸易和财政支持影响不显著,农业和工业比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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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城市化、政府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程度提高和非国有化程度提高均利于农业增长[５].总体来看,可
将现有文献所提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因素大致归纳为三类,一是土地、劳动力及化肥等要素的投

入,二是技术进步等引起的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三是制度的变迁.
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发展历史,不难发现,制度变迁对推动农业经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

作用.现有诸多文献也支持该观点,席利卿等认为农业周期性波动的重要原因在于不同阶段农村土

地制度、价格制度、财政制度及税费制度的变迁[６];李谷成等在考察资本积累、制度变迁与农业增长关

系时,也得出制度创新是农业增长重要动力的结论[７].总体来看,现有文献多是从农业总体层面对制

度变迁的影响进行考察,缺乏针对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等更细层次的剖析.此外,现有相关研

究方法或计量模型多是建立在线性假设基础之上,没有考虑到制度变迁后其影响机制也会发生转变,
借助非线性研究方法进行考察更具说服力.基于前人研究基础及其存在的不足,本文通过构建涵盖

市场化程度、非国有化率、产业合理化程度、对外开放程度及城镇化率等在内的评价指标体系,系统测

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度变迁水平,并借助 MSＧVAR模型考察制度变迁对我国农业经济影响的非线

性特征,最后提出对策建议供参考.

　　一、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１．模型构建

本文借助 MSＧVAR模型,即马尔可夫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测定制度变迁对农业经济影响的非

线性特征.对于K 维待考察变量向量yt＝ y１t,y２t,,yKt( )′,t＝１,２,,T,其自回归方程可表述

如下:

yt＝ν＋A１yt－１＋A２yt－２＋＋Apyt－p＋ut (１)
式(１)中,p 为滞后期数,ut~IID ０,Σ( ) .A L( ) ＝IK －A１L－－ApLp 为K×K 维滞后多项

式,L 为滞后算子.且y０,,y１－p固定不变.如果|z|≤１,则|A z( )|≠０.式(１)为具有截距项的固

定高斯VAR p( ) 模型.对式(１)进行均值调整,可得到变换后的VAR 模型,也即:

yt－μ＝A１ yt－１－μ( ) ＋A２ yt－２－μ( ) ＋＋Ap yt－p－μ( ) ＋ut (２)
式(２)中,μ＝ IK －∑p

j＝１Aj( ) －１ν,为待考察向量yt 的K×１维均值向量.
假设待考察向量服从状态转换过程,采用状态转换模型如 MSＧVAR模型进行估计效果更好,基

于非变参数固定 VAR模型进行考察则难以进行科学刻画.假设待考察向量yt 服从不可观测状态

变量st,其涵盖不同状态下的概率.同时,st∈ １,２,,M{ }取决于离散状态马尔可夫随机过程,可用

以下转换概率对其进行定义,即:

pij＝Prst＋１＝j|st＝i( ) ,∑
M

j＝１
pij＝１,∀i,j∈ １,２,,M{ } (３)

其中,st 服从不可约束遍历性M 状态马尔可夫过程,其转换矩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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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４)中,piM ＝１－pi１－－pi,M－１,i＝１,２,,M.式(２)中,一般化均值调整的VAR p( ) 模型

可用p 阶、M 状态 MSＧVAR模型进行表述,即:

yt－μst( ) ＝A１st( ) yt－１－μst－１( )( ) ＋＋Ap st( ) yt－p－μst－p( )( ) ＋ut (５)
式(５)中,ut~NID ０,Σst( )( ) ,μst( ) ,A１ st( ) ,,Ap st( ) ,Σst( ) 为参数转换方程.此外,关于

待考察向量yt 的 MSＧVAR模型也可用状态决定截距项νst( ) 进行描述,具体如下:

yt＝νst( ) ＋A１st( )yt－１＋A２st( )yt－２＋＋Ap st( )yt－p＋ut (６)
就多数一般化 MSＧVAR模型而言,其自回归参数均取决于马尔可夫链状态变量st.对于m 状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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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VAR p( ) 模型参数的νm( ) ,Σm,A１m,,Ajm,m＝１,２,,M,可进行如下表述:

yt＝

v１＋A１１yt－１＋A２１yt－２＋＋Ap１yt－p＋∑１/２
１ ut

v２＋A１２yt－１＋A２２yt－２＋＋Ap２yt－p＋∑１/２
２ ut



vM ＋A１Myt－１＋A２Myt－２＋＋ApMyt－p＋∑１/２
Mut

ì

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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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st＝１
ifst＝２



　ifst＝M

(７)

式(７)中,ut~NID ０,IK( ) .另外,MSＧVAR模型具有诸多变换形式,具体可参见表１所示.
表１　不同类型MSＧVAR模型

类型
MSM 类

μ 可变 μ 不变

MSM 类

v可变 v不变

Aj 不变 Σ不变 MSMＧVAR模型 线性 MVAR模型 MSIＧVAR模型 线性 VAR模型

Σ可变 MSMHＧVAR模型 MSHＧMVAR模型 MSIHＧVAR模型 MSHＧVAR模型

Aj 可变 Σ不变 MSMAＧVAR模型 MSAＧMVAR模型 MSIAＧVAR模型 MSAＧVAR模型

Σ可变 MSMAHＧVAR模型 MSAHＧMVAR模型 MSIAHＧVAR模型 MSAHＧVAR模型

　注:表中 M 为马尔可夫转换均值,I为马尔可夫转换截距项,A 为马尔可夫转换自回归参数,H 为马尔可夫转换异方差.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根据可操作性及具体研究需要,选择 MSMHＧVAR模型就制度变迁对农业

经济影响的非线性特征进行考察.关于 MSＧVAR 模型的详细推导过程和估计步骤,具体可参见

Hamilton等的研究[８Ｇ１０].

２．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１)制度变迁与测度.国内对制度变迁指标的衡量方案较多,但差异不大.金玉国、傅晓霞等在

研究中所考察的制度变量包括非国有化率、市场化程度、国家财政收入占 GDP比重及对外开放程

度[１１Ｇ１２];刘元春在剖析我国经济增长核心源泉时,将经济制度变量界定为市场化程度、非国有化水平

和开放程度三方面[１３];刘文革等所用指标涵盖产权多元化、国家控制资金因素及对外开放程度[１４];
陈丹丹等研究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即市场化取向改革,并利用市场化指数作为制度变迁衡量指标[１５];
王军等则基于市场化程度、市场结构、开放程度、城市化水平和受教育水平等五指标来衡量制度变

迁[１６].总体来看,制度变迁指标衡量方案较多,但基本围绕市场化、非国有化和开放程度等几个指标

制定.
本文在参考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衡量制度变迁的指标量化为五个方面,即:①市场化程度,用非

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占社会总投资的比重来表示,根据外资、自筹和其他资金三项之和除以社会总投资

得到;②非国有化率,以非国有经济就业人员数量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表示;③产业合理化程度,以第

三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④对外开放程度,以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表

示;⑤城镇化率,即城镇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量比重.
根据本文制定的制度变迁指标定义,基于统计数据,计算出市场化程度、非国有化率、产业合理化

程度、对外开放程度和城镇化率等五个指标,再借助熵值法测算出总的制度水平,以衡量制度变迁.
借助熵值法测算制度水平前,需对市场化程度等五个制度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处理公式如下:

DXi＝
Xi－min(X)

max(X)－min(X) (８)

式(８)中,DXi 为无量纲化处理后第i个指标的值,Xi 为第i个指标原值,max(X)为该指标中的

最大值,min(X)为该指标中的最小值.然后,计算第j年第i个指标值所占比重,利用Yij表示,具体

计算公式为:

Yij＝DXij/∑
m

j＝１
DXij,(０≤Yij≤１) (９)

根据指标比重情况,计算第i项指标信息熵值,其计算公式如下:

Ei＝－
１

lnm∑
m

j＝１
YijlnYij (１０)

另外,其消息效用值di 的计算公式为:di＝１－Ei;信息效用值越大,该项指标的权重也就越大.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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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计算公式为:

ωi＝di/∑
m

j＝１
di (１１)

最后,根据权重计算出制度水平值,公式如下:

U＝∑
m

j＝１
DXijωi (１２)

式(１２)中,U 为制度水平.
本文市场化程度、非国有化率、产业合理化程度、对外开放程度和城镇化率等指标所需基础数据,

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６»和国家统计局数据库(http://data．stats．gov．cn/).将基础数据带入上

述公式中,测算得出制度水平,其具体走势如图１所示.总体来看,我国制度水平呈现出不断增长的

态势.１９７８年,我国制度水平为３．０２％,２０１５年增长至９２．５８％,年均增长率为９．７０％.需要说明的

是,在构建 MSＧVAR模型时,本文对制度水平进行自然对数处理.

图１　我国制度水平走势

　　(２)农业经济指标说明.本文选取种植业总产值指数(即狭义农业总产值指数)、林业总产值指

数、畜牧业总产值指数(即牧业总产值指数)和渔业总产值指数来衡量我国农业经济波动情况,该四个

指标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６»和国家统计局数据库(http://data．stats．gov．cn/).所选指标均为

环比指数,可反映我国农业经济波动的基本信息,各指标走势具体可参见图２.同样,为确保模型估

计效果,本文在构建 MSＧVAR模型时,对该四个指标进行自然对数处理.

图２　我国农业产值指数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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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来看,我国农业经济在前期波动较为剧烈,后期波动相对更为平缓.１９７８年,种植业、林业、
畜牧业及渔业总产值指数分别为１０９．８０％、１０５．５０％、１０５．００％和１００．００％,此后该指标总体经历了

两次较大波动,约在２０００年之后开始进入平缓波动期.截止２０１５年,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及渔业总

产值指数分别为１０５．００％、１０５．３０％、１０１．１０％和１０３．８０％,其总体呈现出下滑态势.其中,四者最高

值分别为１１１．５０％(１９８４年)、１１９．００％(１９８４年)、１１７．２０％(１９８５年)和１２０．６０％(１９８６年).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１．数据检验与模型选择

因本文所选基础数据均为时间序列,在构建模型前,需对自然对数处理后的制度水平、种植业总

产值指数、林业总产值指数、畜牧业总产值指数和渔业总产值指数等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表２给出

了相关序列的单位根检验结果.由表可知,处理后的制度水平、种植业总产值指数和渔业总产值指数

通过了５％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而处理后的林业和畜牧业总产值指数则通过了１％水平下的显著性

检验,说明制度水平和各产值指数均为平稳时间序列,可用于构建 MSＧVAR模型.
表２　制度水平及各产值指数单位根检验结果

检验序列 检验类型(C,T,K) ADF 统计量 MacKinnon临界值(５％) 检验结果

制度水平 (C,０,０) －３．６１９０∗∗ －２．９４３４ 平稳

种植业总产值指数 (C,０,４) －３．２０５９∗∗ －２．９５４０ 平稳

林业总产值指数 (C,０,０) －４．３１７７∗∗∗ －２．９４３４ 平稳

畜牧业总产值指数 (C,０,０) －３．９５５４∗∗∗ －２．９４３４ 平稳

渔业总产值指数 (C,T,２) －３．５４４３∗∗ －３．５４４３ 平稳

　注:检验类型(C,T,K)中C、T 和K 分别表示常数项、趋势项和滞后期数;∗∗∗ 、∗∗ 分别表示在１％、５％水平上显著.

　　另外,构建模型之前,还需确定模型中各变量的最优滞后期数和模型状态数量.本文基于模型模

拟效果考虑,在考虑最大滞后期数为４期条件下,根据LR(似然比)统计量、FPE(最终预测误差)统计

量、AIC信息准则、SC信息准则及 HQ信息准则等标准,确定模型中各变量的滞后期数为１.一般而

言,农业经济在平缓状态下运行,若存在强烈的外部因素影响,其将跃出平缓波动状态转至剧烈波动

状态,形成新的运行机制,这在图２中各产值指数波动情况得以体现.因此,本文基于实际考虑,将

MSＧVAR模型的状态数量设定为２,也即其存在平缓波动和剧烈波动两种状态.本文构建的制度变

迁对农业经济影响的模型为 MS(２)ＧVAR(１)模型.

２．实证结果分析

(１)农业经济非线性波动特征.基于 MSＧVAR模型,可测算得出在考虑制度变迁情况下的农业

经济非线性波动情况.图３画出的是农业经济在两种状态下的运行情况,表３给出的是两种状态下

农业经济运行的概率及平均持续时间.

图３　制度变迁下农业经济状态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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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状态转换概率矩阵及平均持续时间

类型 状态１ 状态２ 持续时间/年

状态１ ０．９２ ０．０８ １２．５０
状态２ ０．２５ ０．７５ ４．００

　　注:持续时间＝１/(１－持续概率).

　　１)农业经济非线性波动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农业经济运行存在明显的状态转换和阶段性特征.由

图３可知,我国农业经济运行在两种状态频繁转换,并
可将其运行区间划分为五个阶段.以滤波概率波动态

势为划分标准,第一阶段为１９７９－１９８１年,持续时间为

３年;第二阶段为１９８２－１９８６年,第三阶段为１９８７－
１９９１年,第四阶段为１９９２－１９９６年,该三阶段持续时间均为５年;第五阶段为１９９７－２０１５年,持续

时间最长,达到１９年.其中,第一、第三和第五阶段,农业经济在状态１运行,第二和第四阶段则在状

态２运行.从不同状态分布年份看,两个状态持续时间分别为２７年和１０年,占比分别为７０．９７％和

２９．０３％.鉴于模型估计结果中,状态１相应的常数项系数要小于状态２相应的参数,且状态２分布

时间处于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总产值指数波动较为剧烈的阶段,因此本文将状态２称之为剧

烈波动状态,相应的状态１则为平缓波动状态.总体来看,１９９７年之后,我国农业经济一直在平缓波

动状态下运行,可见平缓波动为当前农业经济运行的常态.
就农业经济在两种状态下的转换概率及平均持续时间而言,平缓波动状态相应的持续概率为

０．９２,剧烈波动状态相应的持续概率则为０．７５,两种状态平均持续时间分别为１２．５０年和４．００年.从

不同状态间的相互转换概率看,从平缓波动状态转换为剧烈波动状态的概率为０．０８,而从剧烈波动状

态转换为平缓波动状态的概率为０．２５.也即,平缓波动状态相对稳定,而剧烈波动状态并不稳定,其
更易向平缓波动状态转换.

２)农业经济非线性波动机理.农业经济从平缓波动状态转换为剧烈波动状态,其主要原因在于

制度变迁等外部冲击.本文结合历史实际,基于剧烈波动状态,也即１９８２－１９８６年和１９９２－１９９６年

两个时期,对该种状态转换机理进行简要剖析.

１９８２－１９８６年:该时期中央连续出台五个“一号文件”,旨在推动农业农村改革与发展.改革开

放初期,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中共中央制定并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

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全国大多数农村地区推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但多数地区突破政策限定

范围.为顺应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需要,中央制定第一个“一号文件”,即«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取
消包产到户禁区,肯定了当时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均为社会

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１７Ｇ１８].此后的１９８３－１９８６年,中央连续出台关于农业农村发展的“一号

文件”,即«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关于１９８４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

的十项政策»«关于１９８６年农村工作的部署»,为推进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提供坚定的制度基础,推动农

业经济迈向新的历史阶段.

１９９２－１９９６年:该时期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的关键时期.１９９２年,以邓小平“南方谈

话”和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标志,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得以确

立[１９Ｇ２０].市场化改革的切入点在于价格体制改革和消除“双轨制”,农业方面则废除农产品统销制度,
实现“购销同价”和“保量放价”,扩大粮食市场定价范围,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建立与持续推进,推动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
但是,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在该两个阶段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农业连年丰收,粮棉市场由“供不应

求”逐步转变为“供过于求”,使得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年我国粮棉市场首次出现“卖难”问题;１９９３年,多数地

区过早放开粮食和棉花收购价格,推动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全国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成为该时期通货膨

胀的重要推力[２１].结合该两阶段制度的优化及后期市场矛盾的出现,我国农业经济呈现出较为剧烈

的波动.归结起来,制度冲击所造成的农业经济剧烈波动,一方面是量的变化,另一方面则是价的波

动.１９８２－１９８６年,对农业经济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是产量的变化,而１９９２－１９９６年农业经济的主要

原因则更多地体现在市场价格波动方面.
(２)制度变迁对农业经济的冲击影响.通过估计 MSＧVAR模型,可测定制度变迁对种植业、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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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畜牧业及渔业经济的冲击影响.图４~图７给出的分别为平缓和剧烈波动两种状态下种植业、林
业、畜牧业和渔业经济对制度变迁的脉冲响应情况.

１)制度变迁冲击特征.图４反映了两种状态下种植业经济对制度变迁的脉冲响应情况.平缓波

动状态下,制度变迁对种植业经济的冲击影响为负.制度变迁的负面冲击在第１期便达到最大值;此
后开始波动回升,约在３０期后冲击作用开始趋于平稳.剧烈波动状态下,制度变迁的冲击影响起初

为正;第５期之后,其冲击作用开始转为负面影响;第１０期左右负面冲击达到最大值;此后开始回升,
在３０期之后冲击作用开始趋于平稳.从两种状态冲击作用比较来看,平缓波动状态下种植业经济所

受影响相对较小,且全部表现为负面影响;剧烈波动状态下制度变迁的冲击影响更大,呈现出一定的

正向影响,但总体表现为负.就持续时间而言,制度变迁的冲击作用持续时间相当长,两种状态下均

在３０年以上,远长于林业、畜牧业及渔业经济对种植业经济影响的持续时间.

图４　种植业经济对制度变迁的脉冲响应

　　图５画出的是两种状态下林业经济对制度变迁的脉冲响应情况.两种状态下,制度变迁对林业

经济的影响,其走势存在一致性.制度变迁的冲击影响为正,在第１期便达到最大值,此后开始平滑

下降,约在３５期之后开始趋于平稳.就两种状态下的冲击作用大小比较来看,剧烈波动状态下制度

变迁对林业经济的影响要大于其在平缓波动状态下的冲击影响.同样,与种植业、畜牧业和渔业经济

对林业经济的冲击作用持续时间比较来看,制度变迁对林业经济的冲击作用持续时间更长.

图５　林业经济对制度变迁的脉冲响应

　　图６和图７展示了两种状态下畜牧业和渔业经济对制度变迁的冲击反应特征.总体来看,林业

和渔业经济在两种状态下受制度变迁冲击的反应基本一致,其影响均为正,且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

波动态势,最后在４５期之后开始趋于平稳.从两种状态制度变迁冲击强度来看,剧烈波动状态下畜

牧业经济和渔业经济受到的冲击更大,而平缓波动状态下两者所受冲击相对较小.就冲击作用持续

时间看,制度变迁的影响持续时间较其他三个产业经济所造成的冲击作用更长.
比较制度变迁对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及渔业经济的冲击影响,平缓波动状态下,渔业经济受制度

变迁冲击影响最大,其次为林业经济,畜牧业经济和种植业经济影响相对较小.剧烈波动状态下,渔
业经济受制度变迁冲击影响最大,其次为畜牧业经济,林业经济和种植业经济影响相对较小.需要说

明的是,虽然平缓波动状态下种植业经济受制度冲击影响其最高值较大,但高位持续时间较短,而林

业经济受影响的最高值相对较少,但其后续影响在高位持续时间较长,因此前者受制度变迁影响不如

５５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总１３７期)

后者大.另外,从制度变迁冲击持续时间看,畜牧业和渔业经济所受影响其持续时间相对更长,林业

经济次之,种植业经济受影响持续时间相对较短.

图６　畜牧业经济对制度变迁的脉冲响应

图７　渔业经济对制度变迁的脉冲响应

　　总体来看,制度变迁对农业经济的冲击影响呈现出如下四个特征.其一,农业经济受制度变迁冲

击影响在不同状态下呈现出差异性,剧烈波动状态下其影响较平缓波动状态更大.其二,制度变迁对

种植业经济的冲击影响总体表现为负,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经济所受影响为正.其三,制度变迁对农

业经济的影响持续时间均很长,畜牧业和渔业经济所受影响持续时间最长,其次为林业经济,种植业

经济所受影响持续时间相对较短.其四,制度变迁对渔业经济冲击影响更大,其次为林业和畜牧业经

济,种植业经济所受影响相对较小.

２)制度变迁影响机理.结合我国农业发展实际,下面就制度变迁对农业经济的冲击影响机理及

其差异性原因进行简要剖析.
农业经济剧烈波动状态所处时间段,分别为１９８２－１９８６年和１９９２－１９９６年,前一阶段我国连续

出台了五个一号文件,后一阶段则是我国市场经济建立的关键时期.但是,两个阶段后期分别出现了

由于市场供过于求的“卖难”问题和物价快速上涨问题,使得我国农业经济在上升后又开始出现下滑

态势.相比较而言,１９７８－１９８１年、１９８７－１９９１年及１９９７年以来的三个阶段,农业经济波动相对较

为平缓.其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初期,农业制度改革还处于初级阶段,农业经济还处于计划经济体制

下,其运行相对较为稳定;１９８７－１９９１年间则是为缓解１９８２－１９８６年期间积累的矛盾实施稳定政策

的结果;１９９７年之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成熟,农业政策环境更为有利和完

善,农业经济运行较前期相对更为稳定.总体来看,１９８２－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２－１９９６年这两个阶段存在的

种种问题,均为制度变迁的重要表现形式.也即,在农业经济运行的剧烈波动阶段,制度变迁对其影

响具有主导作用,而在平缓波动阶段其影响则相对较小.另外,制度变迁对农业经济所产生的影响是

长期的,其内在机理无须多言.
农业经济受制度冲击影响在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及渔业存在差异的原因较为复杂,笔者认为可

能有如下三点.一是战略位置不同.受不同阶段国情及传统农业生产观念影响,粮食等种植业生产

在农业乃至国民经济中的战略位置明显要高于林业、畜牧业及渔业.长期以来,国家实施“以粮为纲”
的战略定位,给予粮食等农作物生产更多的政策和制度支持.随着社会需求多元化,国家开始注重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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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畜牧业及渔业发展,但其发展程度要滞后于粮食等种植业.由于战略位置的差异性,造成政策调

控力度不一致,使得粮食等种植业经济受到的冲击作用较小,而林业、畜牧业及渔业经济由于长期未

得到充分发展,其受到的推动作用表现得更为强烈.二是对外开放程度不同.产业对外开放程度不

一致导致其受制度冲击的影响存在差异.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历史不难发现,加入

WTO损失最大的是我国农业,其中粮食等种植业所受冲击更大.比较来看,粮食等种植业对外开放

程度最大,其贸易量也更大,畜牧业、渔业和林业对外开放程度相对较小,使得粮食等种植业经济受制

度冲击时,呈现出明显负影响,而林业、畜牧业及渔业经济未呈现出负面影响.三是市场化程度不同.
市场化程度的高低也是影响制度冲击差异性的重要原因,市场化程度越高,其市场调节能力越强,受
到的冲击也就越小.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发展历史来看,与粮食等种植业经济相比较,渔业、
林业和畜牧业的市场化程度相对较晚、较低,且三者的市场份额较小.因此,制度变迁对粮食等种植

业经济的冲击作用相对较小.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国家政策给予种植业经济更多的支持,但作为农业

经济的大头,种植业经济长期以来受制度变迁的冲击还是呈现出负面影响,国家制度设计应给予种植

业更多关注.

　　三、结论与建议

　　为考察制度变迁对我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构建包括市场化程度、非国有化率、产业合理

化程度、对外开放程度以及城镇化率等五个指标在内的制度变迁评价体系,通过熵值法测算制度水

平,并借助 MSＧVAR模型就制度变迁对我国农业经济影响的非线性特征进行实证分析,主要得出如

下结论.其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经济运行存在明显的状态转换和阶段性特征.其在平缓和剧

烈两种波动状态频繁转换,并可将其运行区间划分为五个阶段,即１９７９－１９８１年、１９８２－１９８６年、

１９８７－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２－１９９６年和１９９７－２０１５年,其中第一、第三和第五阶段为平缓波动状态,第二和

第四阶段为剧烈波动状态.农业经济在平缓波动状态下的持续概率为０．９２,剧烈波动状态下的持续

概率为０．７５,两种状态的平均持续时间分别为１２．５０年和４．００年;从平缓波动状态转换为剧烈波动状

态的概率为０．０８,而从剧烈波动状态转换为平缓波动状态的概率为０．２５.其二,农业经济受制度变迁

冲击影响在不同状态下呈现出差异性,剧烈波动状态下其影响较平缓波动状态更大;制度变迁对种植

业经济的冲击影响总体表现为负,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经济所受影响为正;其对种植业、林业、畜牧业

及渔业经济的影响持续时间均很长,畜牧业和渔业经济所受影响持续时间最长,其次为林业经济,种
植业经济所受影响持续时间相对较短;制度变迁对渔业经济冲击影响更大,其次为林业和畜牧业经

济,种植业经济所受影响相对较小.总体来看,制度变迁对林业、畜牧业及渔业经济的影响表现为长

期推动作用,对种植业经济则具有负面影响.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对策建议.其一,科学推进制度变迁,充分发挥积极作用.将农业

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位置,呼吁推进农业经济增长的制度变迁.通过政府引导,把资金、劳
动力等要素积极向农业领域转移,避免要素趋利性带来的产业发展不平衡;加大农业各领域的市场化

程度;积极完善农业各领域的国际贸易机制,在对外开放的基础上,切实提升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保
障国内农业稳健可持续发展.继续推进产业合理化进程,强化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此外,要加快城

市化进程,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推进农业全面向现代化转型升级.总体而言,要调整、规范和稳步推进

制度变迁过程,提升其对农业尤其是种植业经济增长的倾斜度,坚持市场化取向,通过提升技术创新

和劳动力素质,提高农业市场竞争力,推进其稳健可持续发展.其二,推进农业结构协调发展.基于

制度变迁对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及渔业影响的差异性,可根据其不同战略位置,积极做好适应性调

整.社会资本具有趋利性,其对农业生产投资较少,农业弱质性明显,而国家历来将以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的种植业放在首要位置,将大量资金、技术等产业扶持政策重点向具有粮食、蔬菜等的种植业领

域倾斜,畜牧业、渔业和林业相应支持力度较小.应在提高农业整体实力的基础上,继续坚定粮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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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业的战略位置,在保障种植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全面提升畜牧业和渔业在国民经济中

的地位,加大林业发展的政策扶持和引导作用,减少制度变迁对农业经济的消极影响,推进农业结构

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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